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                                                                          2025 年第 5 卷第 6 期
Moder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ttps://ssr.oajrc.org/ 

- 11 - 

理性的缺失和回归——一项关于大学生微信群聊中社交机器人传播谣言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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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究浏览社交机器人生成的谣言及其评论对大学生微信用户愤怒情绪、恐惧情绪、转发

行为的影响，以及平台法律风险提示的作用。在广州大学城于 2024 年 10 月开展控制实验，通过多种渠道从不同

高校招募实验对象(N=160，年龄 18-26 岁，女生 50%)。结果表明，浏览包含情绪化评论内容的谣言会显著提升用

户转发的概率，愤怒情绪和恐惧情绪在此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此外，平台法律风险提示可以显著降低用户转发

谣言的概率，尽管该因素对谣言评论、负面情绪、转发行为这三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这项研究深化了对

社交机器人在大学生微信群聊中传播谣言机制的理解，并从政策制定者、社交平台、用户个人三个层面为应对人

工智能所生成与传播的网络谣言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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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sence and return of rationality: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social bots spreading rumors in university 

WeCha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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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viewing rumors and their comments generated by social bots on 
college students’ anger, fear, and sharing behaviors in WeChat, as well as the role of platform issued legal risk warnings. A 
controlle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Guangzhou University Town in October 2024, recruiting participants (N=160, age 
18-26, 50% female)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iewing rumors with emotional 
comm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users sharing them, with anger and fear serving as mediating factors in this 
process. Additionally, platform issued legal risk warning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users sharing rumors, 
although this factor does not significant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or comments, negative emotions, and sharing 
behaviors. This study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social bots spread rumors in university WeChat groups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policymakers, social platforms, and individual users to address online rumors generated and dissemin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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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他

们逐渐变得智能且高效，能够通过模仿人类用户的行

为在社交网络平台上迅速扩散信息。与具备物理形态、

设计用于和人类进行互动的社交机器人（Social robots）
不同，本文探讨的社交机器人是指一类算法驱动的程

序，用于模拟人类行为在社交媒体上自动发布内容、参

与用户互动和传播信息。研究表明在有意操纵下，社交

机器人可通过混淆真假信息、使用标签策略和渲染虚

假态势等手段，在认知传播各环节中发挥关键作用，从

而推动阴谋论叙事、煽动反智情绪、加剧意见极化和虚

假信息的传播[1]。这种现象在新冠疫情期间尤为明显，

社交机器人被发现大量参与涉疫叙事的生产和传播，

影响公众对疫情态势的感知。此外，伪科学信息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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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科学传播和科普工作开展形成了挑战，优质科

普内容的传播渠道受阻且难以引起公众关注，而商业

营销组织则利用伪科学概念从中获利，尤其是在健康

民生领域[2]。 
在国际层面，伪科学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已成为大

国间博弈的一种手段，对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构

成了潜在威胁[3]。 
研究社交机器人在大学生微信群聊中传播谣言的

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上，研究

机器人如何模仿人类交流方式来增强谣言的可信度，

可以加深对个体在复杂信息环境中决策机制的理解，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谣言在特定条件下更容易扩

散。此外，随着 AIGC 技术的发展，关于社交机器人与

人类互动的研究为“技术——人类交互”理论提供了新

视角，研究社交机器人如何在微信群中与大学生互动

并推动谣言传播，能够拓展人们对技术中介及其互动

模式的理解，深化对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风险的认识。 
在现实层面上，大学生作为一个高度活跃、互动频

繁的群体，社交平台谣言对他们的影响通常更为严重，

且更容易在群体内发生二次扩散。研究社交机器人如

何在大学生微信群中生成和传播谣言，有助于开发有

效的应对策略，特别是在虚拟环境中如何设计更高效

的防御性传播机制。最后，这项研究还能为大学生的媒

介素养教育提供经验支持，通过深入分析社交机器人

传播谣言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可为大学生群体设

计出更具针对性的数字教育策略，提升他们对社交平

台信息的甄别与批判能力。 
1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1.1 “知-信-行”行为理论 
“知-信-行”行为模式（KAP）是一种用于理解行

为产生过程的理论模型。它将行为产生分为三个连续

阶段，即获取知识（Knowledge）、产生信念（Attitude）、
形成行为（Practice）。获取知识阶段是行为产生的基

础，通过学习和掌握相关信息，人能够对某一事物的利

弊形成认识。在产生信念阶段，对事物的主观认识会转

化为个体的信念和态度，这也是行为产生的直接动力，

当人们对所掌握信息进行思考，便会唤起强烈的情感

进而转化为信念。形成行为阶段是指信念和态度最终

促使个体采取实际行动，只有当主观认识上升为信念，

人才会采取相应措施并调整行为策略。该模型广泛应

用于心理与教育领域，通过调查目标人群的知识、信念

和行为情况，进行特定的干预效果评估[4]。 
在个体层面上，KAP 理论可帮助理解网络谣言的

扩散规律，包括信息获取、情感形成和传播行为三个阶

段。网络谣言的传播往往利用人对某些信息的缺乏或

误解，其内容通常涉及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但相关的

真实信息可能不易获取或带有片面性，这种信息不对

称性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土壤[5]。当互联网用户接触到

谣言时，他们的态度和信念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谣言

往往通过煽动情感和强化偏见来影响人们的信念，使

他们更容易相信并传播这些未经证实的信息，尤其是

涉及健康、经济或安全的内容更容易唤起用户的愤怒

和恐惧情绪，从而增强其传播力[6]。而信念的改变最终

会影响人的行为，相信谣言的用户可能会采取特定行

动，如分享转发、参与讨论等，这些行为将进一步扩大

谣言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7]。 
综上所述，本文以KAP理论为框架搭建研究模型，

在此基础上针对网络谣言的相关评论、个体愤怒情绪、

个体恐惧情绪、转发风险提示等变量之间关系提出假

设，探讨社交机器人在大学生微信群聊中传播谣言的

影响因素和规律。 
1.2 网络谣言对用户情绪的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网络谣言会对用户情绪造成负

面影响。一方面，网络谣言中所包含的夸张和虚假信息

很容易引发用户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在重大突发事件

或公共安全事件中，谣言会导致用户对自身安全产生

担忧，加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而个体的认知与情

绪变量、群体变量、情境变量都会对谣言传播行为造成

影响[8]。另一方面，当用户发现自己既有的态度倾向与

认知受到挑战时，常常会产生愤怒和厌恶情绪，这种情

绪反应对于涉及道德或法律问题的谣言尤为明显，是

影响其后续传播的重要因素[9]。当持续接触到负面的谣

言内容后，用户还可能会感到紧张和压力，这会对其日

常生活和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愤怒与恐惧等负

面情绪在影响用户心理健康的同时还可能导致谣言的

进一步扩散，因为情绪化的谣言能通过情绪感染使受

众产生类似的情绪反应，从而增加其对谣言的传播意

愿[10]。 
基于上述，本文选取愤怒与恐惧这两种在谣言传

播中常见的用户情绪作为观测变量，考察在不同条件

下社交机器人所生成的谣言及其相关内容对大学生用

户情绪以及后续转发行为的影响。 
1.3 社交媒体评论对用户情绪的影响 
社交媒体上来自他人的评论内容会对用户情绪产

生显著影响。用户在阅读评论时很容易受到他人情绪

的影响，尤其是负面情绪如愤怒、恐惧、悲伤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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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感染机制会导致用户自身情绪发生波动和变化[11]。

而且受到情绪放大效应的影响，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负

面情绪更容易广泛传播，也更容易引发用户的非理性

行为，包括群体模仿与盲目跟从等。此外，社交媒体上

的评论常常会引发情绪极化现象，即用户的情绪和观

点在阅读相关评论后变得更加极端，此现象在涉及敏

感话题时尤为明显，而负面的评论内容还会增加用户

的心理压力，引发恐惧和焦虑等心理问题[12]。因为在

后真相时代，理性思考往往让位于情绪宣泄，这种现象

导致网络舆论场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状态，即网民的意

见观点集中在两个极端，中间理性客观的观点表达则

相对较少，在沉默的螺旋机制下非理性的意见表达最

终会占据主流。 
在人工智能时代，结合深度伪造、聊天机器人等技

术，谣言及其评论内容变得更加难以辨别且容易引起

公众更强烈的情绪反应。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浏览社交机器人带有情绪的评论后，谣言内

容会唤起用户更高的愤怒情绪。 
H2.在浏览社交机器人带有情绪的评论后，谣言内

容会唤起用户更高的恐惧情绪。 
1.4 谣言引起的负面情绪对用户转发行为的影响 
网络谣言引起的愤怒、恐惧等负面情绪可显著影

响用户的转发意愿。研究表明，情绪化的谣言能够引发

受众产生类似的情绪反应，在情绪感染机制作用下用

户很容易将自身代入事发情境从而产生共情，并增加

谣言的转发概率[13]。 
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用户往往缺乏对信息理性

分析的能力，更容易相信并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这种

认知偏差使谣言得以在网络上迅速扩散。此外，当用户

感受到强烈的负面情绪时，他们会倾向于通过分享与

转发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立场，从而获得群体内部的

认同和支持，这与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相关[14]。再者，

负面情绪还可能引发“逆火效应”，即当用户面对与其

既有信念相冲突的信息时，其原有观点不仅不会改变，

反而会变得更为坚定，从而进一步推动谣言的传播[12]。

最后，感知风险也能够调节负面情绪对转发意愿的影

响，对身边环境过高的风险感知会增加用户的不安情

绪以及恐惧心理，通常在缺乏安全感状态下用户会更

容易相信并传播谣言[15]。 
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使负面情绪在网络谣言传

播中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

设： 
H3.用户的愤怒情绪水平正向影响其转发谣言的

数量。 
H4.用户的恐惧情绪水平正向影响其转发谣言的

数量。 
H5.在社交机器人评论内容对用户谣言转发行为

的影响路径上，愤怒情绪具有中介作用。 
H6.在社交机器人评论内容对用户谣言转发行为

的影响路径上，恐惧情绪具有中介作用。 
1.5 谣言后果联想对用户转发行为的影响 
用户对行为后果的联想会影响其转发与分享网络

谣言的意愿。当用户意识到传播谣言可能带来负面后

果时，包括不良社会影响、道德法律风险等，他们的传

播意愿会明显降低。例如在健康谣言的传播中，添加警

告信息可以有效减少用户的转发意愿，其中来自于行

业专家警告信息的干预效果最为理想，这反映出互联

网传播模式下意见领袖在两极传播中的作用机制[16]。

此外，个体在接触谣言信息后的情绪状态和所选择的

认知加工模式也会影响其行为决策，在核心路径分析

模式下用户会更多地进行理性思考，对各种后果的可

能性进行模拟、分析、评估，从而帮助自身在实现期望

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尽量规避风险，反之在边缘路径处

理模式下用户更有可能因为冲动而做出非理性的行为

决策[17]。 
可见，现有研究已证实来自其他用户的警告信息

可以减少用户转发谣言的意愿，然而来自社交平台的

法律责任风险提示对用户谣言传播行为的干预效果尚

未得到有效评估。基于上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来自社交平台的法律风险提示可降低用户转

发谣言的频率。 
H8.在愤怒情绪对用户谣言转发的影响路径上，法

律风险提示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9.在恐惧情绪对用户谣言转发的影响路径上，法

律风险提示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框架 
通过对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的梳理，本文共罗列

出 5 个变量，包括社交机器人对谣言的评论、个体的

愤怒情绪、个体的恐惧情绪、平台的法律风险提示、用

户的扩散与转发，并依照前文所提出研究假设的逻辑

结构与顺序关系构建出总体研究框架（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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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模型（Research Model） 

 
2.2 抽样程序与实验准备 
本研究选址地点为广州番禺大学城，通过校友互

助群、微信校园墙招募实验对象，并在完成整个实验流

程后向他们支付一定金额的酬劳。按照实验设计，所招

募志愿者将被分为 4 组，包括含评论含提示组、含评

论不含提示组、不含评论含提示组、不含评论不含提示

组。为保障样本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每组都需要 40 名

志愿者，他们分别来自于大学城 10 所高校，即每所高

校招募 4 人，其中包括男本科生 1 名、男研究生 1 名、

女本科生 1 名、女研究生 1 名。所有组别均按照这个

定额进行配置，共招募 160 人参与本次实验。被招募

的志愿者在实验开始前会浏览研究的事先声明，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以及隐私保护协议。 
在招募志愿者时设置了两道筛选程序。第一，被招

募者必须是微信用户且日常有查看群聊消息的习惯。

第二，被招募者还需通过简要的心理状况与认知功能

评估，设置该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前期无关因素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只有心理状况与认知功能均正常的

志愿者才能正式成为实验对象。 
通过筛选程序后，参与者成为实验对象并被随机

分配到不同组别中。以来自中山大学的 4 名男本科生

为例，每位实验对象会抽签获得一个按自然数顺序排

列的编号，即“1”、“2”、“3”、“4”，对男研究

生、女本科生、女研究生执行相同操作，其他高校也以

此类推。为保证实验分组随机化的成功，将编号为“1”
的志愿者分到含评论含提示组，将编号为“2”的志愿

者分到含评论不含提示组，将编号为“3”的志愿者分

到不含评论含提示组，将编号为“4”的志愿者分到不

含评论不含提示组。 
根据大学校园生活场景，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

作了 4 条谣言内容，涵盖了个人绯闻、食品安全、传染

疾病、校园犯罪这四种常见的谣言类型，再针对每条谣

言生成若干不含额外事件信息的主观情绪评论，最后

通过社交机器人模拟出微信群聊场景。此外，利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编写了一段关于用户转发行为的法律责任

提示，并将其内嵌到模拟的群聊场景中，当用户按下

“转发”选项时自动触发，通过微信群聊风险提示的形

式呈现。 
2.3 预实验 
为保障实验刺激的有效性，在正式实验开始前开

展预实验，共招募 10 名大学生志愿者（这些人不会出

现在正式实验中）。提前准备好 4 则谣言内容及相关

用户评论，每条内容安排两名志愿者负责，其中一人仅

阅读谣言内容，另一人在浏览谣言内容后还查看了相

关评论。操作结束后与参与者进行面对面访谈，了解每

条内容及其评论是否能引起他们的愤怒和恐惧。对于

情绪唤起效果不及预期的材料，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进行修改，并重新招募两名志愿者重复上述过程，直到

刺激效果达到实验标准。最后剩余两名志愿者，其中一

人会先被告知内容转发的法律责任风险，然后进行模

拟微信群聊，最后通过访谈来了解其转发行为意愿，而

另一人则在不被告知法律责任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模拟

群聊和访谈。了解他们的转发行为意愿是否与法律责

任风险的知悉相关，并根据结果对风险提示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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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改。 
事后访谈结果显示，相较于仅浏览谣言内容，查阅

谣言及其附带评论的被试对象均表现出更强烈的情绪

波动。此外，被告知内容转发法律风险的被试在群聊互

动与内容分享的环节上表现得更为冷静且克制。以上

表明实验刺激的设计有效，不需要做出进一步改动。 
2.4 正式实验 
为尽可能排除干扰因素的影响，正式实验选在安

静的空教室中进行，通过与实验对象提前沟通确定好

具体时间和地点。实验开始前，所有被试都需要将手机

设为静音后放到讲台上，然后进行 5 分钟的情绪调整

与精神放松，保证接受实验刺激前所有人都处于平静

状态。 
进入实验后，含评论含提示组的被试先浏览第一

则谣言内容及其对应的评论，浏览完毕后需要回答一

道与内容相关的问题作为操纵检查，然后对自身的愤

怒与恐惧情绪作出自我评估，采用 5点李克特量表（“上

述内容使我感到愤怒”、“上述内容使我感到恐惧”；

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随后进入到内容转发界

面，让被试假设转发对象是其任一好友，可选择“转发”

或“取消”选项。若点击“转发”选项，则会出现法律

责任风险提示的界面，并在下方提供“继续”和“取消”

选项供被试选择，对选择“继续”的进行转发计数。对

剩余三则谣言内容重复执行以上操作，最后统计出每

位被试的平均愤怒水平、平均恐惧水平、转发总数。 
对于含评论不含提示组，采用相同的内容排列顺

序。被试先浏览第一则谣言内容及其对应的评论，浏览

完毕后接受相同的操纵检查程序，然后对自身的愤怒

与恐惧情绪作出评估。随后进入转发界面，同样让被试

假设转发对象是其好友，可选择“转发”或“取消”选

项，若点击“转发”选项，则直接作为转发计数。对剩

余三则谣言内容重复执行以上操作，最后统计出每位

被试的平均愤怒水平、平均恐惧水平、转发总数。 

对于不含评论含提示组，采用相同的内容排列顺

序。被试先浏览第一则不包含评论的谣言内容，浏览完

毕后接受操纵检查，然后对自身的愤怒与恐惧情绪作

出评估。随后进入转发界面，同样让被试假设转发对象

是其好友，可选择“转发”或“取消”选项，若点击“转

发”选项，则会出现法律责任风险提示的界面，并在下

方提供“继续”和“取消”选项。对剩余三则不包含评

论的谣言内容重复执行以上操作，最后统计出每位被

试的平均愤怒水平、平均恐惧水平、转发总数。 
对于不含评论不含提示组，采用相同的内容排列

顺序。被试先浏览第一则不包含评论的谣言内容，浏览

完毕后接受操纵检查，然后对自身的愤怒与恐惧情绪

作出评估。随后进入转发界面，同样让被试假设转发对

象是其好友，可选择“转发”或“取消”选项，对选择

“转发”的被试进行转发计数。对剩余三则不包含评论

的谣言内容重复执行以上操作，最后统计出每位被试

的平均愤怒水平、平均恐惧水平、转发总数。 
实验结束后，所有参与者需要向研究人员提供性

别、年龄、学习阶段的信息，并被告知其先前浏览的所

有内容以及聊天场景均为 AI 虚构，以防对他们的现实

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正式实验共有 160 名被试参与，其中每组 40 人，

总共 4 组。采用 SPSS 29.0 软件和 Process 插件程序对

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检验各假设成立情况。 
3.1 数据信度 
对所有被试愤怒情绪与恐惧情绪的自我评估数据

进行可靠性分析（见表 1）。结果显示，对 4 则谣言的

愤怒自评总信度系数 Cronbach alpha 为 0.855，且对各

项进行逐一剔除后的 Cronbach alpha 均小于 0.855；对

4 则谣言的恐惧自评总信度系数 Cronbach alpha 为

0.828，且对各项进行逐一剔除后的 Cronbach alpha 均

小于 0.828，说明实验数据的可靠性良好。 

表 1  可靠性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变量 题项 删除项后的 Cronbach alpha Cronbach alpha 

愤怒情绪 

对第一条谣言的愤怒 0.812 

0.855 
对第二条谣言的愤怒 0.840 

对第三条谣言的愤怒 0.824 

对第四条谣言的愤怒 0.829 

恐惧情绪 

对第一条谣言的恐惧 0.818 

0.828 
对第二条谣言的恐惧 0.819 

对第三条谣言的恐惧 0.815 

对第四条谣言的恐惧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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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实验对象（N=160）中，

男性本科生 40人（25.0%），女性本科生 40人（25.0%），

男性研究生 40人（25.0%），女性研究生 40人（25.0%）。

这说明实验前对参与者性别和学习阶段的控制达到预

期。 
在年龄方面（M=21.50， SD=2.445， Max=26， 

Min=18），其中 18-20 岁的有 63 人（39.4%），21-23
岁的有 51 人（31.9%），24-26 岁的有 46 人（28.7%）。 

在接受刺激处理后，被试对四则内容的平均愤怒

水平（M=3.49， SD=1.387， Max=4.75， Min=1.50）。
根据 5 点李克特量表的定义，实验对象总体偏向于承

认对谣言内容感到愤怒。 
在接受刺激处理后，被试对四则内容的平均恐惧

水平（M=3.51， SD=1.308， Max=4.50， Min=1.75）。
根据 5 级李克特量表的定义，实验对象总体偏向于承

认对谣言内容感到恐惧。 
在接受刺激处理后，被试的转发总数（M=2.43， 

SD=1.362， Max=4， Min=0）。其中完全不转发的有

21 人（13.1%），仅转发一则内容的有 23 人（14.4%），

转发两则内容的有 25 人（15.6%），转发三则内容的

有 49 人（30.6%），全部都转发的有 42 人（26.3%）。 
3.3 假设 H1 与 H2 的验证 
独立样本 T 检验用于比较两组独立样本的均值，

适用于衡量两组样本在连续型变量上的差异是否具有

统计学意义。当有实验组和对照组时，独立样本 T 检

验可以比较两组的平均水平，从而评估实验处理的效

果。因此，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来分析包含评

论组和不包含评论组在愤怒情绪、恐惧情绪、转发数量

上的差异水平（见表 2）。 
结果表明，在假定方差齐次条件下（F=1.244， 

p=0.266>0.05），包含评论组被试的愤怒情绪水平显著

高于不包含评论组（p=0.003<0.01），效应量介于小效

应和中等效应之间（Cohen’s d=0.481），假设 H1 成立。 
此外，在假定方差齐次条件下（ F=2.778 ， 

p=0.098>0.05），包含评论组被试的恐惧情绪水平显著

高于不包含评论组（p=0.006<0.01），效应量介于小效

应和中等效应之间（Cohen’s d=0.439），假设 H2 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假定方差齐次条件下（F=0.441， 

p=0.508>0.05），包含评论组被试的转发谣言数量显著

高于不包含评论组（p=0.027<0.05），效应量介于小效

应和中等效应之间（Cohen’s d=0.353）。 

表 2  独立样本 t 检验（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变量 组别 M SD t df p Cohen’s d 

愤怒情绪水平 
包含评论组 3.81 1.294 

3.039 158 0.003 0.481 
不包含评论组 3.16 1.409 

恐惧情绪水平 
包含评论组 3.79 1.198 

2.777 158 0.006 0.439 
不包含评论组 3.23 1.359 

转发谣言数量 
包含评论组 2.66 1.331 

2.233 158 0.027 0.353 
不包含评论组 2.19 1.360 

注：M 为样本均值；SD 为标准差；t 为 t 检验统计量；df 为自由度；p 为显著水平；Cohen’s d 为效应量 
 
3.4 假设 H3 与 H4 的验证 
偏相关分析通过剔除干扰变量的影响，准确地测

量两个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适用于研究连续型变

量，是深入探索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基础。因此，本研

究采用偏相关分析分别检验用户愤怒情绪、用户恐惧

情绪与转发谣言数量之间的关系。 
首先将被试的性别、年龄、学习阶段、实验分组作

为协变量进行控制。结果显示，用户愤怒情绪与谣言转

发数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r=0.646， p<0.001， 
df=154），假设 H3 成立。此外，用户恐惧情绪与谣言

转发数量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关系（r=0.653， p<0.001， 

df=154），假设 H4 成立。以上分析结果满足进行中介

效应分析的前提条件。 
3.5 假设 H5 与 H6 的验证 
Process 插件由 Andrew F. Hayes 开发，适用于调节

效应、中介效应、调节-中介效应的分析。Model 4 是其

中最常用的模型之一，主要用于研究单个中介变量如

何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发挥作用，它不仅能分析自

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因变量的间接效应，还可检验

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存在直接效应。因此，本研究采用

Process 插件 Model 4，检验在社交机器人评论内容对

用户谣言转发行为的影响路径上，愤怒情绪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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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 
首先将被试的性别、年龄、学习阶段、恐惧情绪作

为协变量进行控制。Model 4 重复采样 5000 次的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3），浏览评论内容可以显著

正向预测被试的愤怒情绪水平（ p=0.002<0.01， 
R2=0.252）。当浏览评论内容与愤怒情绪水平同时进入

回归方程时（R2=0.566），浏览评论内容并不能显著预

测被试的谣言转发数量（p=0.711>0.05），但此时愤怒

情绪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谣言转发数量

（p<0.001）。 
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4），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 上下限区间不包含 0，表明中介效应

显著。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 上下限区间包含 0，
表明直接效应不显著。结合上述，可以判定愤怒情绪水

平在浏览评论内容对被试转发谣言数量影响的路径上

具有中介作用，假设 H5 成立。 
此外，将被试的性别、年龄、学习阶段、愤怒情绪

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Model 4 重复采样 5000 次的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5），浏览评论内容可以显著正

向预测被试的恐惧情绪水平（p=0.004<0.01， R2=0.248）。
当浏览评论内容与恐惧情绪水平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

（R2=0.564），浏览评论内容并不能显著预测被试的谣言

转发数量（p=0.535>0.05），但此时恐惧情绪水平可以显

著正向预测被试的谣言转发数量（p<0.001）。 
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6），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 上下限区间不包含 0，表明中介效应

显著。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 上下限区间包含 0，
表明直接效应不显著。结合上述，可以判定恐惧情绪水

平在浏览评论内容对被试转发谣言数量影响的路径上

具有中介作用，假设 H6 成立。 

表 3  多重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谣言转发数量 谣言转发数量 愤怒情绪水平 

Beta t p Beta t p Beta t p 

浏览评论内容 0.056 0.371 0.711 0.445 2.373 0.019 0.629 3.258 0.002 

愤怒情绪水平 0.619 10.233 <0.001   

R2 0.566 0.269 0.252 

F 33.256 11.333 10.383 

注：Beta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t 为 t 检验统计量；p 为显著水平；R2为决定系数；F 为方差检验统计量 

表 4  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 

 效应系数 平均标准误 95%区间下限 95%区间上限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0.056 0.150 -0.241 0.352 12.6% 

间接效应 0.389 0.128 0.145 0.647 87.4% 

总效应 0.445 0.188 0.075 0.815 100.0% 

表 5  多重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谣言转发数量 谣言转发数量 恐惧情绪水平 

Beta t p Beta t p Beta t p 

浏览评论内容 0.093 0.622 0.535 0.445 2.373 0.019 0.540 2.958 0.004 

恐惧情绪水平 0.652 10.160 <0.001   

R2 0.564 0.269 0.248 

F 32.919 11.333 10.151 

注：Beta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t 为 t 检验统计量；p 为显著水平；R2为决定系数；F 为方差检验统计量 

表 6  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 

 效应系数 平均标准误 95%区间下限 95%区间上限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0.093 0.150 -0.202 0.388 20.9% 

间接效应 0.352 0.120 0.127 0.594 79.1% 

总效应 0.445 0.188 0.075 0.8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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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假设 H7 的验证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7），在假定方差

齐次条件下（F=1.347， p=0.248>0.05），包含法律风

险提示组被试的谣言转发数量显著低于不包含提示组

（p=0.032<0.05），效应量介于小效应和中等效应之间

（Cohen’s d=0.296），假设 H7 成立。 
3.7 假设 H8 与 H9 的验证 
Process 插件 Model 1 适用于执行简单调节分析，

它通过检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来确定调节

效应是否存在，能够帮助研究者了解一个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是否会随着调节变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因此，本研究采用 Model 1 来检验在愤怒情绪和恐惧

情绪对被试转发谣言数量的影响路径上，来自平台的

法律风险提示是否存在调节作用（见表 8）。 

将被试的性别、年龄、学习阶段、恐惧情绪、评论

浏览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Model 1 重复采样 5000 次

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当风险提示变量进入回归

模型后，风险提示与愤怒情绪的交互项无法显著预测

被试的谣言转发数量（p=0.324>0.05， R2=0.569），

Bootstrap 95% CI 上下限区间内包含 0，说明调节效应

不显著，假设 H8 不成立。 
此外，将被试的性别、年龄、学习阶段、愤怒情绪、

评论浏览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Model 1 重复采样 5000
次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当风险提示变量进入回

归模型后，风险提示与恐惧情绪的交互项无法显著预

测被试的谣言转发数量（p=0.727>0.05， R2=0.564），

Bootstrap 95% CI 上下限区间内包含 0，说明调节效应

不显著，假设 H9 不成立。 

表 7  独立样本 t 检验（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变量 组别 M SD t df p Cohen’s d 

谣言转发数量 
包含风险提示组 2.65 1.296 

2.164 158 0.032 0.296 
不包含风险提示组 2.23 1.405 

注：M 为样本均值；SD 为标准差；t 为 t 检验统计量；df 为自由度；p 为显著水平；Cohen’s d 为效应量 

表 8  调节效应（Moderating Effect） 

 
谣言转发数量 

R2 F 
Beta t p 95%区间下限 95%区间上限 

愤怒情绪*风险提示 0.104 0.989 0.324 -0.104 0.312 0.569 28.641 

恐惧情绪*风险提示 0.039 0.351 0.727 -0.183 0.262 0.564 28.072 

注：Beta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t 为 t 检验统计量；p 为显著水平；R2为决定系数；F 为方差检验统计量 

 
4 结果与讨论 
4.1 社交机器人生成的谣言评论对大学生微信用

户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浏览网络谣言的基础上，社交机器

人针对谣言内容发表的情绪化评论会使大学生微信用

户产生更强烈的愤怒和恐惧情绪。一方面，谣言本身通

过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尤其是与健康、社会安全有关

的内容，会让社交平台用户感到焦虑或恐惧。例如在本

研究中，关于校园疾病爆发、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虚

假信息会导致大学生群体产生不必要的担忧。于此同

时，谣言故意捏造的内容以及对事实的夸大与歪曲，通

常能煽动起用户的愤怒和仇恨情绪，当人们不断接触

到这类信息时，会变得更加敏感和易怒[18]。另一方面，

社交机器人针对谣言内容的评论充斥着大量情绪化表

达，在微信群聊这种封闭式群体中很容易形成“回音室

效应”，让某些极端情绪化的观点不断得到重复与加强
[19]。由于用户并不知晓这些评论内容是由社交机器人

生成的，因此在群体极化作用下用户的负面情绪也会

随之不断增强，进而比单纯浏览谣言内容产生更强烈

的愤怒和恐惧。而大学生正好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时

期，通常在构建自我认同和人生价值观的过程中，这一

阶段的认知发展尚未成熟且较易出现情绪波动，因此

他们很容易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包含的

负面情绪[20]。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浏览社交机器人所发表的

情绪化评论后，大学生微信用户会有更高的概率对谣

言内容进行分享和转发。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在做

任何决定时是完全理性且自利的，个体会权衡行为的

代价和回报，选择能带来最大收益的决策方案。然而现

实中人的行为常常偏离这种纯粹的理性，在群体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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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下，理性的思考通常让位于感性的宣泄，使人更

容易做出盲从、跟风等非理性的行为而不考虑其后果
[21]。特别是在微信群聊这种非匿名性的公共场合，为

了使自己与大多数人的态度和行为保持一致，避免自

身陷入被孤立的状态，用户会倾向于模仿其他用户的

行为，以此来表现自己合群，并从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

感。此外，受群体暗示的影响，微信群聊中的用户可能

会下意识地作出某些行为，例如对其他用户发表的观

点进行附和，这种赞同也许并不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想

法，而是在其他用户暗示下作出的本能回应[22]。大学

生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度较高，通常花费大量时间

在微信上与同龄人互动，这一方面既增加了他们接触

到网络谣言的概率，另一方面也使其容易受到同辈压

力的影响，为了让自己保持合群不被孤立而盲目跟随

他人，进而提高转发谣言的可能性[23]。 
4.2 愤怒和恐惧情绪对大学生微信用户谣言转发

行为的影响 
浏览谣言后的愤怒和恐惧水平可以正向预测大学

生微信用户的谣言转发概率，且在此过程中愤怒和恐

惧情绪具有中介作用。当人处于愤怒或恐惧等强烈情

绪中时，理性思考的能力会受到抑制，转而依赖情绪驱

动的快速反应。恐惧和愤怒会让人对威胁或危险信息

更加敏感，因此更容易相信那些与他们情绪相符的信

息，即使这些信息未经验证[24]。在恐惧状态下，人的大

脑专注于寻找潜在威胁，而谣言通常包含夸大或虚构

的威胁信息，这正契合了人在恐惧状态下的心理需求，

所以更容易被相信。而在愤怒状态下，人则倾向于分享

自己所了解的信息，以此获得他人的认同和共情，特别

是那些与愤怒源头有关的内容。此外，确认偏见导致人

们容易接受那些与自身既有态度一致的信息，而忽视

与之相悖的证据[25]。社交机器人生成的谣言及其评论

往往能迎合人们的已有偏见，例如在本研究中，关于食

品安全和校园犯罪的谣言更容易激发大学生的愤怒情

绪，因为在其相关评论中，情绪宣泄的矛头都指向学校

管理层，认为他们的失职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从而诱导被试相信并扩散这些内容，这可能是利用了

大学生群体对权威的反抗心理以及对组织管理者的刻

板印象。 
双系统理论认为，人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思

维方式，一种是快速、自动、直觉化的思维，负责处理

日常大多数事物但不经过理性分析思考，另一种则是

详细分析的思维模式，会对事物进行多方面的衡量与

评估，从而做出理性的判断选择[26]。在一个封闭式的

群体中，人一旦受到群体情绪的感染，便很容易与他人

产生共情，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他人的信息很有可能会

被轻易相信并进行二次传播。因为在群体情绪的裹挟

下，人会变得高度亢奋，从而抑制自身理性思考和分析

判断的思维能力，仅采用快速化的思维模式来处理信

息事物[27]。代入至本研究情境，恐惧和愤怒情绪在微

信群聊中尤其容易被感染，因为这些情绪驱动的内容

会比中立或理性的内容更能引发大学生用户的共情和

互动，而这种互动反馈的循环又能加速谣言的扩散，因

为负面情绪让他们更倾向于分享那些能引起共鸣的信

息，以此来达到宣泄自身情绪、获得认同和归属感的效

果。这一过程也印证了后真相时代下网络舆情危机的

特点。 
4.3 社交平台法律风险提示对大学生用户谣言转

发行为的影响 
来自社交平台的法律责任风险提示可以显著降低

大学生微信用户的谣言转发概率。有限理性理论认为，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体在决策时往往无法完全获

取或处理所有信息，因而只能作出令自己当下满意的

决策，而非长期视角下最优的决策[28]。该理论还认为

人在考虑行为后果时，可能会受到认知、时间和资源的

限制，导致决策与完全理性状态下的判断出现偏差。来

自平台的法律责任风险提示通过外部介入的方式，强

调了转发谣言行为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帮助用户

提高这一因素在决策过程中被考虑的优先级，从而规

避了瞬时情绪、时间、注意力资源对决策方案的影响。

由于法律责任风险会对用户形成强大的威慑，因此当

他们意识到转发谣言可能导致法律后果时，便会变得

更加谨慎且不愿轻易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在现实生

活中，人们通常倾向于规避影响自身的潜在风险，例如

在本研究中，当被试知道转发谣言会导致其个人名誉

受损、且可能面临法律惩戒时，他们会倾向于避免这种

行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29]。由此可见，法

律责任的明确化和用户风险意识的提升，都会促使大

学生在面对谣言时更加谨慎，进而降低分享和转发的

可能性。 
研究结果还显示，法律风险提示并不对用户负面

情绪影响转发行为的过程具有调节作用，这说明来自

社交平台的法律责任风险提示与大学生微信用户的负

面情绪之间不存在明显交互作用，而是作为两个独立

的变量所存在，法律风险提示对用户转发行为的影响

与愤怒和恐惧情绪的水平无关。这也印证了双系统理

论的观点，即当用户被负面情绪裹挟时会倾向于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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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化的信息处理模式，而法律风险提示可以通过唤

醒用户的风险意识，从而使其切换至理性思维模式以

应对后果风险的评估工作[27]。然而近期有研究指出，

双系统并不是两个相互隔离且独立的处理路径，在浏

览商品信息到做出购买决策的过程中，两个系统存在

着轮流切换的调用机制，且每个系统的处理结果均会

对另一方产生影响[30]。该推论也在另一项通过 fMRI 观
察个体决策过程中脑区活跃度变化的研究中得到支持
[31]。因此，用户在接触到社交机器人传播的谣言后，最

终的转发与分享行为也可能会受到两种信息处理模式

的共同影响，而提前了解转发谣言会面临的法律责任

或许有助提高用户理性思维在决策依据中的权重，使

最终行为更偏向于理性。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考察社交

媒体用户面对谣言和错误信息时两种信息处理路径的

调用情况，从而为上述理论解释提供更可靠的实证依

据。 
此外，随着对谣言传播法律后果的了解，用户也会

意识到转发谣言的行为可能会遭到他人的批评或抵制，

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他们会进一步权衡转发的利弊，并

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用户媒

体素养的提升，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风险，用户倾向于主

动学习如何辨别信息的真实性，从而避免不负责任的

内容转发，特别是对于在校大学生这一具有较强学习

能力的群体[32]。但是从长期视角来看，关于社交平台

法律风险提示是否有助于提升用户媒体素养这一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5 研究建议 
在理论层面上，该研究通过“知-信-行”行为模式

考察了社交机器人生成的谣言及其评论内容在大学生

微信用户群聊中的传播机制与影响因素，提示了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谣言传播的规律与特点，并

指出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社交机器人传播的谣言内容时

普遍存在群体极化、情绪传染、盲目从众等现象。因此

后续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及应对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并积极关注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 
在现实层面上，研究发现针对谣言的情绪化评论

内容能影响到其他用户的转发行为。这启示法律法规

与平台政策制定者应当重视用户评论在谣言传播过程

中的助推作用，因此在针对社交媒体谣言的传播行为

制定惩治措施时，不仅要包含内容的制造者和转发分

享者，还需把参与评论者囊括在内，尤其是对于那些热

衷于发表极端情绪化评论的用户。 
此外，社交媒体平台需要不断优化识别算法，通过

分析内容特征和用户行为准确辨别出由社交机器人操

纵的帐号，并对这些帐号进行重点监控，堤防他们传播

谣言进而引发舆情危机的风险。对于普通用户，社交媒

体平台可在其评论和转发前弹出相关的法律责任风险

提示，类似于银行用户汇款前的转帐风险提示，从而对

用户非理性的评论和转发起到警示作用。 
最后，对于社会阅历较为浅薄且技术接受能力相

对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学校应当开设相应的课程来帮

助他们提高媒介和网络素养，以此应对人工智能技术

普及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挑战。学校一方面需要教导

大学生如何辨别社交媒体上信息内容的真伪，另一方

面也要帮助他们树立起互联网法律意识，让其学会对

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论和行为负责。 
6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研究样本都

来自广州大学城且均通过线上招募，因此实验对象的

选择无法保证完全随机，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结

论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此外，研究采用自我汇报方法

对实验处理效果进行评估，但该方法容易受到社会期

望偏差、回忆偏差、自我认知局限、反应倾向、主观解

释偏差等因素的影响，这可能会对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造成一定干扰。最后，由于社交媒体使用情境

的复杂性，研究设计的 GUI 界面无法完全模拟出大学

生微信群聊中的实际情境，例如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反

馈等，这些未被考察的因素可能会对研究变量的作用

路径造成某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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